
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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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恰亚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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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workpoint (gongfen)data during collective economy period from a village of

Zhuang Minority (zhuangzu)in Guangxi ,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Chayanov' s hypothesis that the

peasant' s work and consumption is balanced , and analyses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peasa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China (1957-1982).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 of the

peasant' s labor and consumption dur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period usually satisfies Chayanov' s

hypothesis:“ the degree of the peasant' s labor devotion depends on the relation of the degree of the need

satisfied and hardness of work” .Thi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power and ideology at that time , but also constituted , constrained and adjust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value and personhood.Additionally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ayanov' s

hypothesis would provide more universal explanation with the consideration that consumption is a kind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　本研究受上海教育委员会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文章曾在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学 人类学与中国经
验论坛”及上海大学主办的“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宣读 ,罗红光 、王处辉 、边燕杰 、刘世定等教授提出了批评和修
改意见。在内部学术讨论中 ,张佩国教授、董国礼博士 、刘玉照博士等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王铭铭教授也提醒作者考虑国家的
作用。论文评审人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作者此次修改酌情参考了他们的一些意见。谨致谢意,文责自负。

①　“辛苦程度”一词是恰亚诺夫所使用的概念 ,用来指代劳动者对劳动负担的主观感觉强度。 日译本译为“苦役感” 。这一概念已
在学术界使用(参见恰亚诺夫 ,1996:53译者注)。

　　上个世纪 5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 ,中国农村进行了长达 25年的集体经济试验。在集体经济时期 ,

土地 、资本由国家在乡村的代表———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控制 ,劳力成为家户中相对惟一可供自由选择

的经济投入要素 ,这使得讨论在此一背景下的农户经济行为成为可能 ,从而也为在中国本土验证 20世

纪初俄国农民学家恰亚诺夫以俄国为对象所提出的农户劳动—消费均衡假说提供了很好的个案。

一 、恰亚诺夫假说及其争论

1924年 ,恰亚诺夫在对当时俄国四个县的家计调查材料进行整理和重新编排后 ,得出如下结论:

家庭农场的劳动者对劳动能力的开发的程度受到家庭消费需求的推动 ,当消费需求出现

增长 ,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亦随之加深。另一方面 ,劳动能力的耗费又受到劳动本身辛苦

程度的制约 。同收益相比较 ,劳动越艰苦 ,生活水平就会越低;尽管即使要达到这种低等的生

活水平农民家庭也往往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低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放弃从事该种艰苦的劳

作。换言之 ,我们能够肯定地说 ,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

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 。(1996:53)

从恰亚诺夫的这段话 ,我们可归纳出五个子命题:1.农民会根据家庭消费决定自己的劳动投入程

度。2.人口供养比例越大的家庭劳动辛苦程度越强 。
①
3.当家庭消费随着人口的增加出现增长时 ,农

民将会增加劳动辛苦程度以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4.劳动辛苦程度最强的农民通常同时也是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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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最低的农民。5.当劳动辛苦程度到达一定限度时 ,农民会放弃劳作。

恰亚诺夫使用当时自治局工作者所作调查的材料来证实上述命题。恰亚诺夫引入“家庭供养比率”

概念 ,即:一个家庭里一个劳动力必须供养的消费者的数量 ,来证明第一 、二 、三命题 。由于消费者的消

费能力与其年龄相关 ,恰亚诺夫并没有简单地采用两者的人数比 ,而是将其按年龄段折算后计算出相应

比例 。他首先论证:在不同地区 ,家庭人口规模与土地播种面积同步增长;反过来 ,土地规模也因此限制

和影响了家庭人口的规模 。另一方面 ,恰亚诺夫运用家计调查材料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农

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 ,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 。对第

四个命题的证明除了从第三个命题直接导出的结论外(因为生活水平下降所以需要更辛苦地劳动 ,反过

来 ,更为辛苦的劳动是由于生活得更为艰苦),恰亚诺夫也用不同地区的材料证明:生活水平较高的地

方 ,全年的劳动强度相对要小 ,“在更为丰裕的劳动报酬影响下全年劳动的强度会降低” ,也就是说 ,恰亚

诺夫认为:对于农民来讲 ,更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并不会进一步剌激劳动者的热情 ,从而扩大与他人生活

水平之间的距离 。相反 ,他们满足于相对优越的生活水准 ,愿意降低劳动强度将时间投入到闲暇或其他

活动中。恰亚诺夫并没有证明第五个命题。毫无疑问 ,由于这一极端情形一般难以出现因而很难找到

实证个案 ,尤其是在地广人稀的俄国 ,劳动者有较多的选择来摆脱生活上遇到的危机。因此 ,恰亚诺夫

大概是找不到适当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结论。

正是对上述命题的证明形成了恰亚诺夫农学体系的“微观理论” 。在恰亚诺夫看来:

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 ,而家庭经济(恰亚诺夫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 ,即并

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要素 ,当劳动的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

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 ,农场的经济活动量便得以规定 。而

由于生物学规律 ,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 消费比率呈周期性变化 ,因而农场经济活动

量也随之变化。这种“人口分化”而非“经济分化”是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 。(秦晖 , 1996)①

恰亚诺夫的“微观理论”因此被归纳为基于边际分析所产生的劳动 —消费均衡论和由此因“生物学

规律”演化的家庭周期说 。

恰亚诺夫理论自提出到现在 ,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 。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其一是理论的普适性问题 。这一问题又进一步被分解为时空两方面:在历时性方面 ,恰亚诺夫的微

观理论是否对历史上各阶段的小农社会都适用;在共时性方面 ,恰亚诺夫理论能否解释俄国之外不同社

会与文化背景下的小农社会 ,譬如中国这样长期有着小农存在的农民社会 。对于前者 ,秦晖认为恰亚诺

夫需要面对两个危机 。一是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 “经济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 ,而人口分化所引

起的经济变化越来越小 ,一概而论“人口因素起着主导性作用”显然要受到挑战。二是即使在传统的市

场不发达条件下 ,在“单个农场通过……社会纽带而结成一定的社会整体”的情形下 ,完全忽略农民社会

中诸如身份 、权势 、等级壁垒 、人身依附等超阶级因素也是不对的(秦晖 1996)。

在恰亚诺夫的理论是否能形成跨文化的解释方面争论也比较多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以其在美拉

尼西亚等地的调查为据 ,认为恰亚诺夫所使用的边际主义分析方法对原始经济的分析是无效的 ,从而否

定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普遍性。② 近年来 ,黄宗智对中国华北的研究也认为恰亚诺夫理论对中国的

农民社会只能构成部分的解释(黄宗智 ,2000)。

其二 、对恰亚诺夫观点的更主要的责难是人们认为恰亚诺夫的论证并不充分。虽然从感性经验来

看 ,有关农民懒惰 、不思进取的刻板印象间接支持了恰亚诺夫的劳动 —消费均衡理论 ,而中国古代“富不

过三代”之类的民谚也似乎意谓着对家庭周期说的质朴归纳;但要严格验证恰亚诺夫的观点则是另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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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恰亚诺夫对劳动—消费均衡的论证主要采用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 ,这也使他获咎于当时的苏联意识形态从而中断了其
学术生涯乃至生命。虽然当时苏联对他的批驳更多带有政治迫害的色彩 , 但学术上的这一疑问依然存在。 而且有意思的是承
继恰亚诺夫学说传统的经济人类学中的实体学派所反对的也正是边际主义。因为边际主义的假设来自主体的相对独立地位 ,
即所谓“经济人”的假定。但在传统的村落社会 ,一个家户能否拥有这样的主体地位是一个疑问(参见秦晖 ,1996)。

以下关于恰亚诺夫理论的争论均主要参考秦晖的该篇文章。



事。在实际的农民经济生活中 ,所有的经济要素结合在一起 ,我们很难剔除其他要素(如土地 、资本)的

影响而单纯测量劳动与消费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倚性关系。实际上恰亚诺夫自己的证据也难以排除影响

劳动与消费变化的其他原因。此外 ,恰亚诺夫并没有使用同一区域内不同家户的资料来直接证明他的

结论 ,而是用不同地区的材料进行横向比较 ,而不同地区之间的材料是否有可比性呢 ?譬如在论证家庭

的劳动自我开发随消费人口增长而增长时 ,由于没有历时的材料来追溯一个家庭在其结构变化过程中

的经济变迁史 ,恰亚诺夫主要是在家庭规模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来说明家庭平均人口多的地方

所耕种的土地面积也大 ,从而间接说明其劳动辛苦程度要高 。这样的论证显然忽略了两地区间生产条

件的差异性并假定两者之间有同样的经济与文化习惯 ,因而实际并没有完全证明其结论 。

实际上 ,由于恰亚诺夫理论的两个关键性概念“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都是指个体的主观感

受 ,而这种感受显然要接受文化的导引 ,因此 ,地区文化的不同会导致对“劳动辛苦程度”与“消费满足”

的理解与感受的不同 。恰亚诺夫不加区别地使用不同地区的材料进行横向论证的做法实际假定了这些

地区文化上的同质性 ,而这一点显然亦未经证实。此外 ,恰亚诺夫的观点实际假定了劳动收益随着劳动

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即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这一点在地广人稀的俄国显而易见 ,在其他地区则未必

能实现。

再者 ,恰亚诺夫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来解释他的发现 。恰亚诺夫认为由于小农雇用的是自

己 ,因此 ,他只为自身的消费平衡而生产 。这一说法虽然有效地解释了经营式农场主对雇佣工人劳动的

剥削 ,但并没有解释农户为什么在自我雇用时就放弃对利润的追求。

因此 ,有关恰亚诺夫观点的论证仍需要有更多地区 、更详尽的材料 ,其理论普遍性的验证也有赖于

一个理想的假定能否在某个地区得到近似的满足 。而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集体化运动正好在两方面提

供了验证与分析恰亚诺夫观点的最好机会:一方面是人民公社体制构拟出了一个对农户家庭而言劳动

差不多是惟一的可投入要素的环境 ,这几乎为恰亚诺夫观点的验证提供了一个科学方法论上所说的可

控性实验环境;另一方面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会计制度提供了各家户经济的详尽资料 ,若能找到它们 ,

无疑将为在同一经济与文化共同体内不同家户间经济行为的比较提供可能性。

作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个偏远村落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时 ,幸运地得到了当年一位生产队会计

精心保存的7年的会计资料 ,因此得以分析当时条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并借此验证恰亚诺夫的观点 。

二 、资料背景

1.田野对象

本文资料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一个叫立坡屯的山村 。这是广西右江盆地南部峰丛洼地之中

的一个山村 。山村居民被称为“陇人” ,即生活在山陇里的壮族人。“陇”在广西其他地方也因发音的差

异而写成“弄”或“龙” ,均指称西南喀斯特地区一个个形如漏斗的峰丛洼地 。连片的峰丛洼地又被称为

大石山区 ,是目前学术界认定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由于可溶岩造壤能力低 ,营养元素缺乏 ,导致土壤

层瘠薄。长期的强烈岩溶化作用 ,产生出地表和地下双层空间系统 ,地下河系发达 ,地表水渗漏大 , 在

暴雨期间地下河排泄不畅时还容易形成内涝 。因此 ,这是一些旱涝无常 、土地贫瘠 、水土流失与石漠化

严重的地区。近年来 ,该地区被列为国家22个贫困片之一(朱凤岐等 ,1996)。

玉米是该地区的主种作物和居民的主粮 。这里的耕作制度是春季点种玉米 ,夏季收获一季玉米后 ,

连种豆类或秋季玉米 。随着陇里人口的增多 ,人们越来越依赖玉米的产量 ,陇里的可耕地很早就被充分

开垦 。事实上除了陇底的平地外 ,石山坡面石头缝里的小块土地也被开垦出来种植玉米 ,形成从山上到

陇底玉米“列植相望”的景象。据作者了解 ,当地的耕作制度与耕地面积在近 5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 。

1997年以来 ,作者在该地进行了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调查显示 ,该地社会是在近四百年间由

平地壮族人迁移 、繁衍而形成的。居住与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文化上的变迁 ,因此 ,该地的文化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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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特点(张江华 ,1999)。

立坡屯现有住户 130多 ,人口 580人 。在集体经济时代 ,该屯被分为四个生产小队 ,70年代中 ,曾合

并为两个生产队 ,我们所得到的是当时第一生产队的年终分配资料 ,其年代是 1973-1978年。

2.工分制

在人民公社时代 ,立坡屯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共同拥有土地 ,共同劳动 ,集

体分配 。集体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采用“按劳分配” 。具体即为工分制 ,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分配 。全年

进行两次分配 ,夏收分配一次 ,年终再作一次总结算。生产队会计用全年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全年生产

队的总工分 ,得出一个壮劳力工作日(10分)的价值。由此依据每家的总工分算出每一家户全年总收

入 ,减去家户在这一年里的总支出 ,即得出该户在该年的净收入(或净负债)。

在上述情形下 ,工分的多少就是收入的多少。因此挣更多的工分成了各家户努力的目标。由于国

家很注意克服商品经济的自发产生 ,禁止个人甚至集体从事劳务或其他找钱行为 ,因此 ,依据工分所分

配到的生产队收入成了家户的最主要收入。不过国家仍然给农户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一是允许家户内

饲养家畜(耕牛除外),事实上不仅是允许 ,还强制饲养 ,因为每家有生猪派购任务;二是给各家户保留了

一定的自留地 ,在该土地上的收入全部归该家户所有。①

这一点成为生产队效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地的生产队都面对这一问题 ,因为人们更愿意在

自己的土地上劳动。② 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 ,自留地会用来种植蔬菜等现金作物 ,但由于立坡各生产队

分配的粮食不够一个家户内消费 ,因此他们的自留地被全部用来种植玉米和黄豆。国家会返还一些返

销粮 ,返销粮虽然价格较低 ,但还是需要现金购买 ,于是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和鸡)的收入成了他们现金

的主要来源。因此 ,立坡人对在这两项上的劳动格外重视。

不过影响生产队工作效率最大的还是工分制的弊端。当时的工分制是将每个劳动力分等 ,每等定

出一个标准分 ,譬如说一等劳力10分 ,二等 8分 ,三等 6分 ,四等 4分等等 。共同劳动一天 ,记工员会按

照标准分给每个劳动力记分。也就是说 ,无论你这一天作多少活 ,你只能得到与你同级别劳动力一样的

工分;或者说你即便站在地里没干活 ,但只要确认你出了工 ,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工分 。劳动力的分等

抹平了同等级劳动力之间的差异 ,肯定会使部分人受到打击 。因此 ,工分制使得人们在集体的土地上消

极工作 ,从而将节省的体力用在家户内的劳动上。

这也是中国集体化运动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 ,立坡人为此采取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即给每块土地的

作业评分 。按当时的耕作制度 ,每块土地全年作业分为 17个工序 ,分四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为种春

玉米 ,有下种 、补苗 、拔苗 、培土 、除草 、收获 6个工序;第二阶段是种二季玉米 ,有下种 、补苗 、拔苗 、培土 、

收获 5个工序;第三阶段是种黄豆 ,分下种 、除草 、收获 3个工序;第四阶段是保养土地 ,分三光 、翻土 、运

肥3个工序 。生产队集中有经验的劳动力 ,根据劳动强度 ,给每一块土地的每一项作业评分 。比如 ,陇

雷片原属谈仕彬的一块地 ,有 2亩 ,一季玉米种 40分 、补 10分 、拔 12分 、培 50分 、除草 60分 、收 20分;

二季玉米种40分 、补 10分 、拔 12分 、培 50分 、收 20分;种黄豆 30分 、除草 80分 、收 80分;三光 3分 、翻

土30分 、运肥 65分;合计这块土地全年总工分 612分 。列出所有土地的评分就形成了“土地工分表” 。

在给土地完成评分工作后 ,立坡的集体生产又还原为家户式生产。生产队将每块土地的每项作业

以上述的定额分承包给一个家户或者数个家户 ,该项作业完工后 ,记工员根据每个劳力的等次分配工

分 ,分别记入每个劳动力的名下 。譬如我们上面谈到的那块地 ,下种 40分 ,生产队包给一家种 ,这家有

三个劳动力 ,其等级分别是 10分 、8分 、6分 ,用 40分除以24(10+8+6=24)得数为 1.67 ,如果该家在一

天完成这项作业 ,则这三个劳动力在该天的工分分别是 16.7 ,13.3和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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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毅夫认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集体制与家庭承包制的不同激励机制 ,一个劳力的边际报酬在集体制下只是整个生产队边际产
品的一小部分 ,而在承包责任制下则是一个家边际产品的全部。但本文的逻辑显示 ,在工分制下 ,这并不是事件的全部 ,集体制
下的效益低下还须有另外的理解(参看林毅夫 , 1992)。

相对于集体收入而言 ,这部分收入不可能很大 ,国家在政策上也控制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太容易估计这两项收入占当时家庭总
收入的比例 ,而且各地的情形也不一样 ,黄宗智(2000:209)讨论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 ,大概好的时期能到 10%左右。



这一工分制的实施引入了竞争 ,也导致各家户间组成一些有效率的小组 。因为一项作业完成得越

快 ,就意味着可以得到下一项作业 ,这样就可以挣更多的工分。尤其是对一些被供养人口较多的家户来

说 ,这种办法为他们提供了积极劳动以争取更多工分的机会 。农忙时节 ,大家会根据亲属关系或平时相

处的好坏组成小组完成一项作业 ,组成小组有时是为了互助 ,有时则是为增加劳动效率。

因此 ,虽然分配上仍然坚持国家再分配 ,但在立坡陇人的变通下 ,家户又部分地回到了过去在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不仅是一个分配单位 ,也是一个生产单位 ,这似乎脱离了国家进行集体化的初衷。

3.年终结算分配方案表

我们所收集到的生产队会计资料的全称是“年终结算分配方案表” ,表中各项内容如下:

人口 、劳力 、工分底分　人口指一个家户内的人口 。当地有较严格的分家制度 ,已婚生子的儿子都

会另立门户 ,因此 ,这里的家户基本上都是核心家庭的样式 ,即由父母与其未婚子女组成 ,至多包括一两

位年老的长辈。在某些年份的表中 ,也会列出家户中的劳力。劳力即劳动力 ,指 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

的农民。根据年龄 、性别和个人的劳动表现 ,劳力又区分为“主要劳动力”与“附带劳动力” 。劳力是评工

分的依据 。评工分主要是评工分底分 ,即确定某劳力工作一天能得多少工分 ,同样工作一天 ,底分高的

人得工分多 ,底分低的人得工分少 。每年年底 ,生产队全体成员要集体开会评来年工分底分。评工分的

依据主要是上年的工作表现 ,并不必然与年龄和性别相关。这是事关来年家庭收入的大事 ,会上大家锱

珠必较 ,寸土不让 ,往往演化为激烈的争吵和冲突 。①

日用粮 、工分粮 、口粮　日用粮就是每天的口粮。粮食分配到户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口粮 ,即按照

每家户粮食消费能力所确定的粮食定额;另一种是工分粮 ,是按照工分多少来分配的粮食 。口粮与工分

粮的分配比例是所谓的“人七劳三” ,即生产队可供社员分配的粮食中 ,70%用作口粮分配 , 30%用作工

分粮分配 。毫无疑问 ,口粮所体现的是一种供给方式 ,即依据当地水平维持一个家户内最低消费水平的

粮食分配方法 ,而工分粮则是体现多劳则多得粮食的一种分配方式。但不论是口粮还是工分粮 ,都会在

年终决算中的家庭总工分值中抵扣 ,也就是说 ,都是劳动所得。② 口粮的配给主要根据年龄来确定 ,即

确定一个人的最低粮食消费量 ,将家户内所有成员的日用配给口粮加起来就是家庭日用口粮 ,乘以 30

就得到每月口粮 。一般说来 ,口粮是按月分配 。口粮的标准在全国各地不尽相同 ,每年也会有所变化 ,

1975年立坡屯所定的日用口粮标准如表 1:

　表 1　 立坡屯 1975 年日用口粮标准

等级 主要 附带 13-15 8-12 4-7 1-3

日用口粮 0.94 0.75 0.65 0.5 0.4 0.3

　　(资料来源:立丰村第一生产队会计资料)

总工分 、工分值　总工分是一个家户内所有劳动力全年劳动的工分和 ,各家庭总工分合计就构成整

个生产队的总工分。工分值则是工分的现金值 ,即将全年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总工分 ,一般的计算是以

一个主要劳力工日的现金值 ,即 10分的现金值 ,如立坡屯 1975年的工分值 0.17 ,即 10分工分值现金

0.17元。用工分值乘以家庭总工分 ,就得到了该家户在该年度的分配总收入。

全年品种分配　这是有关该年度分配 ,主要是各种粮食作物分配的细目表。全年的分配分上半年

分配和年终结算两次 。由于玉米在夏季收获 ,因此 ,主要的粮食分配都在夏季完成了;到冬季时 ,只有一

些秋季作物进行分配 。为便于分配计算 ,这些粮食作物均依据当时国家制订的统一价进行货币折换 ,从

而得到全年分配粮食的现金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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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只有所谓的“五保户”才能享受劳动减免的待遇。因此 ,工分少 ,口粮不够家庭消费的家户需要用另外的方式得到粮食 ,如在市
场上购买粮食(因政府不鼓励粮食进行商品交换 ,买卖粮食都是偷偷进行的 ,因此叫“黑市粮”)。

张乐天的著作详尽描述了浙江海宁的评工分过程 ,各地的情形似乎基本一样(张乐天 , 1998)。



各项欠款 、收入　这一栏包括农户对生产队的临时借支 、合作费 ,可能还有上年分配欠款 ,偶而生产

队的一头牛病死后 ,分配的牛肉所折合的款项也算在此。另外 ,有一些水利工程或其他工程需要平调

时 ,村里也能得到一些收入;还有像出卖村集体资产如树木之类的款项也会作为收入列入分配 。

结算结果　结算结果是用全年总收入减去全年总支出 ,是正数就能得到“分红” ,负数则被称为“超

支” ,弥补超支款项就是“兑现” ,这是当年令贫困农户恐怖的一个词。

三 、对恰亚诺夫假设的一些验证

有了上述数据 ,我们可以对恰亚诺夫的一些假设给予验证。在验证过程中 ,除了工分显然是劳力投

入程度的度量指标外 ,我们将“口粮”作为家庭消费需求的度量指标。

在恰亚诺夫的著作里 ,家庭需求消费指标是由所谓“消费人数”来表达的 ,恰亚诺夫的消费人数也不

是纯粹的人口数 ,同样根据人口的年龄进行折算 ,其折算标准见表2:

　表 2　 恰亚诺夫消费人数计算比例

等级 20 以上 15-19 9-14 3-8 1-2

折算比例 0.9 0.7 0.5 0.3 0.1

　　(资料来源:恰亚诺夫 , 1996:27)

用年龄来衡量一个人的消费需求目前仍是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惯例。恰亚诺夫的方法就是现在被称

为“等价成人”的测量方法 ,即考虑到儿童与成年人不同的消费能力 ,用某种“等价尺度”把家庭内成员转

换成一定数量的“等价成人数” ,这在目前的贫困测量中仍被广泛使用(阿马利亚·森 2001:41)。我们注

意到恰亚诺夫的等级划分类别与中国集体时代口粮折算的等级划分类别惊人地一致 ,甚至可以说 ,口粮

的区分较之恰亚诺夫的区分更为精细。

我们下面即根据上述资料对恰亚诺夫假说的有关论题进行讨论 。

1.各家户间的消费需求与劳动投入程度

我们用“家庭日用口粮”与“家庭总工分”的 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 ,6年结果如表 3。

　表 3　

年代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相关系数 0.878 0.874 0.912 0.874 0.847 0.863

显然 ,上述数据显示了在同一时刻不同家庭的消费需求与劳动投入之间的一个强相关关系 。说明

不同的家庭会根据自己的消费需求确定该年的劳动投入 ,当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较大时 ,其相应的绝对

劳动投入量也较大;而家庭消费需求较小的家庭相应劳动投入量也较少。

这一结论还可从上述 6个数据之间的微小差异进一步验证。上述相关系数中 ,1975年的相关程度

最高 ,达到了 0.912 ,同时这一年是该地口粮定得最低的一年 ,一个壮劳力的日用口粮仅为 0.94 斤。

1977与 1978两年的口粮标准均高过前四年 ,而这两年的相关系数也相对较低。也就是说 ,口粮定得越

低 ,意味着消费需求压力越大 ,农户的劳动也更受制于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压力 ,故需相应地进行劳力投

入以追求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平衡。

2.各家户间劳动辛苦程度的差异性

上述各家户劳动与消费之间的强相关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为消费量大的家户劳动力相应也多 ,因而

劳动投入量也大 。即不一定是消费量在直接影响劳动的投入量 ,消费量大可能意味着消费人口多 ,从而

劳动力也多 ,这样同步增减导致了家户劳动量的相应增减 ,即上述劳动量与消费量之间的相关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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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证明各家户在劳动辛苦程度上有什么不同 。因此 ,需要考察在当时情形下各家户间劳动辛苦程度的

差异性。

一个家户的劳动辛苦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家庭的劳动工作总量 ,而是这一总量具体分解到家户

成员后 ,由家户成员个体所实际承担的工作量 。显然 ,工作量在家户内也不是平均分配的 。年龄 、性别 、

身体状况 、劳动能力乃至责任感等等都会导致家户内成员之间劳动量的差异。不过无论如何 ,家户的主

要劳动量还是由被称为“主劳力”的家户内成员完成的 。这些主劳力 ,一方面是正值劳动的盛年 ,一般来

说 ,是年龄在16-60岁之间的男性农民和年龄在 16-55岁的女性农民 ,即成年男女;① 另一方面他们

是公社社员 ,专职的农业劳动生产者 ,除了将劳动投入到生产队之中 ,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因此 ,具体

而言 ,在工分制下 ,家户内的总工分基本上取决于该家户主劳力的劳动量 。这样 ,我们就可以用家户的

总工分除以该家庭主劳力数来衡量一个家户内的劳动辛苦程度 。得数所表达的是一个家户内主劳力平

均负担的工分 ,也即家户内主劳力平均负担的劳动工作量。从这一指标的效度看 ,虽然也一定存在家户

内劳动辛苦程度不均的问题———后文还会进一步讨论 ,但还是比较恰当地度量了一个家户内的劳动辛

苦程度。

我们以1975年的各家户人口资料来进行统计 ,这一年的会计资料中 ,除了有分配资料外 ,还包括了

为确定各家户口粮而作的家庭成员结构统计表。依据其上所列的各家户的主劳力数 ,除总工分 ,我们即

得到各家户的劳动辛苦程度(见图 1)。从图中我们看到 ,各家户在人均劳动投入上有很大差异 ,即各家

的劳动辛苦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异。全生产队的劳力平均分为 4904分 ,而标准方差有 1612分 ,离散系数

达到了 33%,表明这一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很高。从表面上看 ,最辛苦的家庭的个人劳动投入程度是最

低个人劳动投入的 5倍 ,即令将其看作是一个特例 ,我们也能注意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劳动量是另一部分

人劳动量的2倍 。

图 1.劳动辛苦程度分布　　　

这也说明即使在农民全面受国家控制的情况下 ,农民对其劳力的投入仍有一定的自主性 。换言之 ,

尽管那一时期农民总体上都很辛苦 ,但国家的强力管制与工分制还是没有穷尽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力 ,而

是有一部分人在更为辛苦地劳作 ,而另一部分人则过着相对“闲散”而并不十分“勤劳”的生活 。

当然事实不会如我们从上图中所见的那么极端 ,其缘由在于家户内的劳动并不完全由主劳动力承

担。以劳动最辛苦的家庭为例 ,这一家户当时有 9个成员 ,6个未成年的孩子年龄在0-12岁之间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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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证据显示 ,在乡村社会 ,年龄并不是划分主劳力的惟一要素 ,真正的劳动能力也是判断是否是主劳力的重要标准 ,在评工分时
尤其可以体现出来 ,超过 60岁的公认劳动能手依然可得到 10分的最高底分,他们显然也会被视为生产队和家户的主劳力。



劳力是女主人 ,家中还有一个 60岁的祖母 ,男主人则是小学公办教师。因此 ,该家户内 10500个工分

中 ,有相当部分是祖母的工作量 ,有一部分是男主人课后的劳动 ,还有一部分是 12岁以下未成年小孩的

劳动 ,这在当时的制度下不但允许而且是受到鼓励的 ,因此 1万多工分绝不是由女主人一人完成的 。在

农村并没有退休和就业的明确概念 ,只要家庭需要和身体允许 ,老人依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获取工

分;而年轻的孩子 ,只要是节假日 ,也会被强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挣工分 。像立坡屯这样的地区 ,孩子

失学年龄更小 ,因此 ,参与劳动的年龄也更小 ,家户内劳动中一部分份额应是由他们来完成的 ,从而使得

家户劳动辛苦程度平衡到家庭各成员身上 ,因而各家户间劳动辛苦程度的差异并不如图 1所显示的那

么大 。

其实从图 1也可看出这一点 。图 1中的峰值在 4000分左右 ,低于 4904的中值 ,这代表了一般家庭

的一个选择。事实上 ,这大概也是一个正常劳力在一年里所挣得的工分 ,因为一个劳力作一般的杂工一

天的工分最多就是 10分 ,只有在作季节性的定额工或重力气工时才会超出 10分(因此 ,勤劳而辛苦的

农户意味着争抢这一类劳动),因此 ,一个成年农民一年的正常的工分也就是 4000左右。平均分超过了

这一众数值 ,表明有其他劳动力的劳动没有计入这一统计。

但无论如何 ,即便虑及家户内劳动资源开发的问题 ,各家户间劳动辛苦程度存在差异这个事实还是

显而易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差异的产生与什么因素有关 。

3.劳动辛苦程度与劳动消费比率的关系

“劳动消费比率”是恰亚诺夫使用的一个概念 ,指消费者数量与劳动力数量的比率 ,它是衡量家庭负

担的一个指标。沿着恰亚诺夫的这一思考方向 ,我们可以家庭口粮数除以家庭劳力数作为“劳动消费比

率” ,显然这是衡量一个家户人口供养比例的指标。我们同样以 1975年的会计资料为例计算劳动辛苦

程度与劳动消费比率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 。为了可资比较 ,我们一并算出各家户人口 、口粮与劳动

辛苦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

　表 4　 劳动辛苦程度与劳动消费比率 、口粮 、人口相关程度

辛苦程度 劳动消费比率 口粮 人口

辛苦程度 Pearson Correlation 1.000 .825 .335 .506

Sig.(2-tailed) . .000 .032 .001

N 41 41 41 41

劳动消费 Pearson Correlation .825 1.000 .363 .577

比率 Sig.(2-tailed) .000 . .017 .000

N 41 43 43 43

口粮 Pearson Correlation .335 .363 1.000 .948

Sig.(2-tailed) .032 .017 . .000

N 41 43 43 43

人口 Pearson Correlation .506 .577 .948 1.000

Sig.(2-tailed) .001 .000 .000 .

N 41 43 43 43

　　上面的数字显示了各家户劳动辛苦程度与劳动消费比率之间的一个强相关关系。它表明:劳动消

费比率较大的家户 ,劳动辛苦程度相应较高 ,即家庭负担较重的家户 ,劳动辛苦程度也相应较重。相反 ,

劳动辛苦程度并不必然与家庭的总消费量(口粮)紧密相关 ,与家庭总人口的相关性也不如与劳动消费

比率强 ,即人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劳动能力在劳动 ,而是依据家庭的消费均衡在劳动 ,因此 ,真正决定一

个家户劳动强度的因素是劳动消费比率 。也就是说 ,对于家庭负担较重的家户而言 ,需要更多的劳动投

入来维持这个家庭的消费均衡 。从这一点来说 ,它较好地验证了恰亚诺夫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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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消费量的变化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 ,证明恰亚诺夫观点的更为确切的方法是历时性地来看一个家户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影响其

劳动辛苦程度的变化 。因为各家户劳动辛苦程度上的差别也可被理解为各家户个性之间的差异(如勤

劳的与懒惰的),所以如果能证实每个家户从其家户史来看也是根据消费来调整自己的劳动 ,则我们可

断定劳动辛苦程度的不同并非各家户的家风传统而是农民根据消费适时调整的一般经济行为 。

我们有一个 6年的历时性数据可供验证。尽管 6年的时间并不长 ,但各家户的消费量仍然有明显

变化 。对于大多数家户而言 ,随着年轻人口的增长 ,消费需求在持续地增加。但有些家庭 ,因为分家和

人口死亡也导致了消费量的减少。将 6年中每一家户消费量的变化与其劳动量的变化进行比较 ,即可

了解同一家户中因消费量的变化而导致的劳动量的变化。

在比较不同年度之间消费量的变化时 ,由于各年度口粮标准不一样 ,因此难以口粮数作为该年度家

庭消费量来进行不同年度间的消费量比较。作者采用的办法是用该年度的家庭口粮数除以该年度主劳

力的口粮标准 ,将其折算成不同年度间可比较的消费量 。如 1975年主劳力口粮标准是每天 0.94斤玉

米 ,1号农户当年口粮标准是 5.17 ,用 5.17除以 0.94得5.6即作为该年的消费需求量 ,其他年度的家户

需求量依此计算 ,从而得到1973-1978年间各家户消费需求变化的数据。我们选择了 39户逐家计算 6

年间消费需求的变化与工分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 ,所得结果见表 5。

　表 5　 1973-1978 年各家庭消费与劳动的相关程度

户主 相关系数 户主 相关系数 户主 相关系数 户主 相关系数

谈道买 .861 卢仕观 .906 谈永团 -.272 谈妈克 .171

谈仕星 -.477 谈仕加 -.478 谈永森 .845 卢仕高 .44

谈妈荣 .746 谈仕老 .540 谈仕民 .657 谈仕志 .741

谈仕文 .812 谈仕练 -.439 谈道义 .686 卢万付 .894

谈仕周 .947 谈永信 .953 谈仕光 .771 卢仕温 .791

谈道英 .924 谈仕宝 .466 谈道进 .838 谈仕扒 .862

谈道勤 .64 谈道宝 .830 谈道林 .651 谈道功 .344

谈明高 .779 谈仕元 .838 谈道乐 .968 谈仕昌 .024

谈大仁 -.401 谈永茂 .003 卢仕康 .794 谈仕刘 .887

谈妈二 .485 谈仕宪 .523 卢永林 .113 谈龙章

在39个家庭中 ,26个家庭的相关系数都是在 0.5以上 ,有 13个家庭表现出弱的正相关或负相关 ,

有关这些家庭的情况 ,我们会在后面进一步讨论。从总体上看 ,上述数据很清晰地显示了家庭在根据自

己的消费调整自己的劳动 。

显然 ,在 6年时间内 ,一个家户内的劳力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此 ,劳动量的调整主要仍是劳力根

据家庭消费量的变化所作的调整。也就是说 ,当家庭成员的年龄逐渐增大 ,家庭成员越来越多而导致家

户内消费需求量增大时 ,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会逐步增加个人的劳动强度以维持家庭消费水平的增长。

即当家庭消费需求出现增长时 ,农民将会增加劳动辛苦程度以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 。

5.贫困家庭的劳动辛苦程度

按照恰亚诺夫的观点 ,一个简单的推论是贫困的家庭同时也是劳动辛苦程度最强的家庭。因为贫

困的家庭意味着消费不足 ,而消费不足则需要更多的劳动来弥补 ,因此其劳动辛苦程度也就最强。

但逻辑上的这一简单推测并不一定符合事实 。所谓贫困的家庭 ,从客观的指标到当时的认知 ,都应

指收支不平衡的家户 ,即在年终分配时“超支”而需要“兑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 , “超支”的确

是一个需要极力避免的现实。因为当时的农村社会 ,现金来源渠道极为有限 ,需要“兑现”就意味着家庭

要拿出一笔现金来弥补生产队的亏空 ,而对于现金缺乏的农民而言 ,这不啻是年关将近时的一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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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超支越多的家庭也就是越贫困的家庭。

我们仍然以 1975年的资料为例 ,将年终分配超支超过 10元的家庭摘取出来 ,在总共 42户人家中 ,

有16户超支在 10元以上 ,其情形见表 6。

　表 6　 贫困家庭情况(1975 年)

户主 人口 劳力 口粮 总工分 收入 支出 盈亏 辛苦程度 劳动消费比率

谈仕文 8 3 5.22 14600 248.2 266.08 -17.88 4867 1.74

谈道英 3 2 2.18 5511 93.68 108.79 -15.11 2756 1.09

谈道勤 8 3 5.42 13385 227.55 274.28 -46.73 2470 1.81

谈明高 4 2 2.58 5605 95.29 129.24 -33.95 2803 1.29

谈仕老 5 2 3.78 9109 190.2 190.58 -35.73 4555 1.89

谈永信 2 2 1.88 4421 75.16 94.75 -19.59 2211 .94

谈永茂 6 2 3.93 11219 190.72 201.26 -10.54 5610 1.97

谈妈克 8 1 4.29 10336 175.71 206.37 -30.68 10336 4.29

卢仕高 5 3 4.22 10426 177.24 213.32 -36.08 3475 1.41

卢万付 6 3 4.27 13423 228.19 245.21 -17.02 4474 1.42

谈道功 5 2 3.08 8483 144.21 156.73 -12.52 4242 1.54

谈龙章 1 1 .94 2105 35.8 48.39 -12.53 2105 .94

谈仕昌 6 2 3.83 8146 138.48 190.38 -51.9 4073 1.92

谈仕刘 4 2 2.93 7132 121.24 166.38 -45.14 3566 1.47

谈道音 1 .94 -29.33 .94

谈妈动 1 .75 -26 .75

在上述 16个家庭中 ,实际上至少有 4个家庭是属于虚假的贫困 ,即只是统计上的贫困。这 4个家

庭是谈永茂 、谈妈克 、卢万付 、谈仕昌。其中谈永茂是村里的民办教师 ,谈妈克的丈夫谈仕安是附近一个

村的公办教师 ,卢万付的弟弟卢万欧是右江河谷中一个煤矿的工人 ,而谈仕昌则是当时的大队干部 。因

此 ,真正称得上贫困的是剩下的12个家庭。

仔细考察 12个家庭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 ,事实与恰亚诺夫的推论恰好相反 。首先是这 12个家庭的

劳动辛苦程度均在平均值以下 。最高的也就是 4884分 ,接近 4903分的平均数 ,相反 ,最低的几个数值

均出现在这12个家庭之中 ,有7个家庭平均分值在3500分以下 ,而全村在这一数字之下的家庭一共也

就是 8家。其次 ,各家的劳动消费比率也表明家庭负担不是造成这些家户贫困的主要原因。该年生产

队各家劳动消费比率的平均值是 1.52 ,12个家庭中有 4个家庭的劳动消费比率超过了这一数字 ,但最

大的也只是 1.89 ,而同年该生产队超过 1.9的就有 8家。相反 ,这些家庭中有相当部分似乎是生产队里

家庭负担最轻的 ,有 3个是单身家庭 ,还有一个是结婚还未生育的年轻夫妻 ,依照恰亚诺夫的逻辑 ,他们

应是生产队里生活得最舒适 、最轻松的一类人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超支和兑现使他们成为村里生活得

极为狼狈的人。

因此 ,恰亚诺夫在这一点上所作的论断并不准确。贫困家庭并非如推测和想象的那样是终日辛劳

仍食不裹腹 ,相反多是因为劳动投入不足 ,显得有些“懒惰”的人 。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可能是客

观的 ,也可能是主观的(其背后的缘由我们会在后面进一步讨论)。我们因此也注意到 ,造成农民贫富分

化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农民家庭人口的周期性变化 。

四 、讨论与说明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 ,我们还可引入如下的一些讨论:

1.劳动边际收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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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亚诺夫没有详细谈在劳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农民如何行为 ,只隐约提到农民在其劳动辛苦

程度达到一定限度仍不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下 ,“就会放弃从事该种艰苦的劳作” 。事实上 ,恰亚诺夫多少

有些假定劳动投入与收益成正比。由于俄国土地供应充足 ,增加劳力投入一般体现为扩大耕地面积 ,同

时意味着产量与收益的增加 ,因此满足这一假定并不困难。但在中国 ,由于土地有限 、人口增长及其他

原因 ,在隔年之间 ,劳动的更多投入并不一定会带来收益的必然增加 ,即有可能存在劳动边际收益逐年

递减的问题。

立坡屯似乎并没有出现这一情形。当时 ,劳动的收益体现为工分的价值(一个劳力工作日 10分的

价值),6年之间立坡屯工分值的变化见表 7。

　表 7　 立坡屯工分值的变化

年度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分值(元) .151 .178 .17 .205 .135 .135

表7中前 4年略有增加 ,后二年似乎又下降了许多 ,不过大抵还是在 0.15元左右变化。如果我们

将这一点理解为农业收成上的正常波动性 ,说明当时该地的劳动收益还是相对稳定的 。立坡屯的情形

似乎在其他地方也得到验证 ,黄宗智(2000:240)也发现在集体经济时期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收益在

约20年时间里总体上没有什么实际的变化 。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生产队作为一个经济与生产单位 ,并不像现在所理解的那样毫无作为。

因此 ,尽管在一些地区客观上存在劳动边际收益逐年递减的事实 ,但追求集体经济的稳步增长 ,或至少

维持在这一水准上仍是生产队的主要的社会与经济目标 。在相当多的地区 ,在土地处于收益递减状态

时 ,生产队也在设法通过集体副业的方式来弥补农作物上的收益递减。而那些已经明显出现劳动收益

逐年递减的地区 ,似乎也进一步验证了恰亚诺夫的观点。当时有一些地区出现了大面积逃荒与要饭现

象 ,似乎表明了农户在劳动边际报酬持续递减的情况下对劳动的放弃 。从这一点来看 ,恰亚诺夫假说的

命题 5似乎可从中国当时的一些例证中得到验证。

2.个案的普遍性及跨区域比较的问题

立坡屯个案所提供的结论在当时所谓的富裕地区也得到了一些验证 。黄宗智(2000:238-239)在

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调查时 ,当时的农民都谈到他们家庭经济最宽裕的时候 ,是“当他们的孩子开始挣

钱但还未分家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一时期劳力较多而纯消费人口相对较少 ,因此家庭经济生活相对宽

裕。黄宗智也认为:“正是集体化和工分制才使中国的实际符合于蔡雅诺夫在 20世纪 20年代强调的关

于革命前俄国的`人口分化' 模式:农户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家庭的生命周期和变化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的比例关系” 。黄宗智没有提供当地各家户劳力投入程度方面的材料 ,但从这一时期社会未明显分化来

看 ,所谓富裕的家庭也并没有充分利用其劳动力的优势致富 。

立坡屯的个案也提出了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间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的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立坡屯在一个更大区域范围内都是所谓的贫困地区。按照恰亚诺夫的说法 ,立坡屯及山地里(陇里)的

社会应该有着较之当地生活水平高的平地社会更大的劳动辛苦程度。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当时人一致

认为耕种稻田的平地壮人更为辛苦 ,当地人在总结山地人与平地人通婚较少的缘故时 ,谈到山地女子也

不愿嫁到平地 ,因为“平地种水稻 ,双抢太辛苦” 。这一说法虽然不无自我安慰的嫌疑 ,但也反映了当地

的一个事实。事实上 ,现实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 ,未必是越贫困的地区其劳动辛苦程度越大 。前几年 ,

一些扶贫工作者也发现:一些贫困地区的人民“不思进取” 。

这也说明在不同区域或不同文化间进行消费与劳动辛苦程度的比较有很大的冒险性 。恰亚诺夫的

观点只能在一个区域社会或文化系统内部来进行讨论 ,无论是消费还是劳动辛苦程度 ,都是相对的 ,也

只有在一个共有的文化与价值标准下才能进行比较。正如我们下面将要阐明的 ,对恰亚诺夫观点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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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归纳 ,得有赖于我们对消费的进一步认识 。

五 、消费的意义:对恰亚诺夫观点的综合归纳

恰亚诺夫对自己所提示的农民经济行为并没有太多的理论解释 ,不过 ,他使用的“劳动辛苦程度”这

一概念 ,多少隐含有农民在本质上是“好逸恶劳”的意思:农民一旦生产够自己消费的粮食就会减少自身

的劳动甚至停止劳动 。换句话说 ,对于农民而言 ,消费的满足并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而是一个到了一

定水准就会安于现状的过程。

对于许多农民学家而言 ,这种有限欲望的观念(宿命观)被认为是农民文化的一个特征。但有些农

民学家并不认可恰亚诺夫这一心理学式的解释。美国农民学家米格代尔(1996)认为其缘由来自乡村社

会对社会同质性的追求:过度消费表明其有异质性倾向而会受到共同体的惩罚。斯科特则认为这就是

所谓小农经济“生存第一”的伦理原则 ,即限制个人对消费的无穷追求有助于群体的集体生存 ,由此 ,斯

科特(2001)认为农民的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他们的解释是导致农民这一行为特征的是社会压力 ,即

个人不追求欲望的极大满足是耽心越轨而受到社会(共同体)的惩罚。也就是说 ,他们依据集体理性来

解释农民的这一行为特征 。

这一解释在中国集体经济时代有其合理性。中国集体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用集体的力量

解决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一情形很符合斯科特所说的道德经济。在当时 ,农民追求利润的动机也被

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意识”而不断受到打压 ,对那些想超越其社会群体而发家致富的家庭也不断用政策

实施打击。① 因此 ,尽管国家同时强调应该为了整个集体的前景而努力劳动 ,但对这些“觉悟”不高的农

民来说 ,在其个体利益动机受到强有力的阻碍时 ,依据其家庭消费来安排劳动的投入是完全可能的 。

但这一点能部分解释“富裕”家庭劳动投入不足的问题 ,却不足以解释“贫困”家庭劳动投入不足的

现象 。事实上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 ,农民学家的观点无疑太过于功能论或功利主义色彩。上世纪 60 、70

年代 ,萨林斯用大量的民族志证明了所谓“原初丰裕社会”的存在 ,即证实初民生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

样辛劳 ,而是恰恰相反 ,他们劳动得并不充分 ,充满闲暇时间 ,有关他们常年处在生存压力之下的说法纯

属偏见与想象(萨林斯 ,2001)。因此 ,有关集体生存压力的说法即便在相当多的社会存在 ,但也不是普

遍性的。

近年来 ,萨林斯更是阐明了西方现代的“需求”观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萨林斯 ,2000 ,2002)。萨

林斯的工作旨在说明:消费不仅仅是生理的满足 ,更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对消费的过度追求只是某些社

会(譬如说近代西方社会)或某些社会部分阶层的文化特征 ,在其他社会或社会阶层中 ,追求消费需求无

限满足的行为并不受到文化的鼓励甚或还受到文化的着意限制 。也就是说 ,简单地说社会在压制人们

的消费欲望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将农民个体的经济行为完全归结于外在的原因并不足以解释我们所发

现的全部现象 ,我们需要考虑消费本身在一个社会与文化里所具有的意义 。

1.闲暇与“好命”

我们可以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关键性概念 ———“好命”来说明这一过程。

在中国文化范围内 , “命”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命”既指个体生命的延续 ,像寿命 、命短等等 ,又指

生存的状况 ,如苦命 、好命 、命运多舛等等。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 ,一生中的意义并不在于实现现代意义

上的“成功” ,而在于完成一个“好命”的理想。而所谓的“好命” ,类似于林玮嫔所列举的情形:

涵盖了完成个人本身的婚姻 ,拥有传承父系的男嗣 ,扶养子女长大并为他们完成个人的婚

事 ,奉养父母 ,年老时由子女奉养以及有一个合宜的死亡。(林玮嫔 ,2001)

当一个老人本应由子女奉养 ,但仍需辛勤劳动以养活自己甚或家人时 ,就会被视为“命苦”或“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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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一个小孩过早地参加劳动也会被认为命不好 。相反 ,一个有残障的人在他人的成全下衣食无忧地

生活了一辈子 ,完成了一个人所经历的过程 ,则会被认为是命好 。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有与之合宜的生存

状况 ,就是好命。否则就是不好的命 。因此 ,不管是人生的哪一阶段 ,过分辛勤的劳动都是苦命的象

征。①

好命既是个人理想 ,又靠他人来成就。通常来说 ,家庭是彼此成就对方好命的社会单位 ,在这一概

念的支配下 ,家庭也就完成了社会的继替和再生产 。② 因此 ,一个人被迫地进行艰辛劳动固然是命不

好 ,但有能力而不能成全家庭其他成员的好命也未必就命好 ,或者至少是不道德的;他也要虑及自己的

“好命”在需要他人成全时能否得到配合 。因而家庭成员间会在劳动的投入上彼此有一个平衡 。也就是

说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人们并不一定努力劳动以寻求需求的极大满足。相反 ,辛勤劳动可能反

而被视为一种人生的失败 ,是“劳碌命” ,而拥有相对闲暇的生活 ,即用较少的劳动就可得到一个合适生

活消费的人则是有“福”和“好命”的人 ,他们在社区中会受到尊敬和羡慕。换句话说 ,闲暇本身也成为了

一种消费 ,成为人们乐于表达和展示的一种生活方式。

长期受汉文化影响的陇人甚至比目前大多数汉人都更重视“命” 。陇人出生不久 ,就会请当地道公

依据“八字”算命并写下命书。命书写好后被折叠起来并包上一些米作为养命粮保存好 ,然后在人生的

每个重大阶段都拿出来使用。如结婚时会“合命” ,身体不好时会拿出来请道公“解关” 、“添粮”等等 。同

汉人一样 ,他们区分“好命” 、“歹命” ,并以此寻求对生活的解释。

因此 ,对大多数立坡屯人而言 ,他们注意的是该年度收支是否平衡 ,即年终是否会超支。因此 ,相当

多年终能分红家庭的整年劳动并不充分 ,在消费压力不大的情形下 ,他们更愿意享受相对闲暇而没有压

力的生活 ,而不是乘机拉开与其他家庭的经济距离 。一些次要的劳动力 ,如妇女 、老人 、小孩则从事较少

的劳动或根本就退出公共劳动而仅作一些家务内劳动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享受他们的“好命” 。

在集体经济时代 ,有这种“好命”的通常是那些“四属户” ,也叫“半边户” ,即家庭中有一人享有“国家

粮”者 。大致情形是家庭中有一人是国家教师 、国家工人 、国家干部或者集体干部 ,因此叫“四属户” 。因

为家庭中有人享有国家工资 ,有固定的现金来源 ,因此他们对超支并不恐惧 。而其家庭成员在乡下也过

着相对安逸的生活。像谈仕昌 、卢万付都是这类家庭 ,谈妈克则因家庭成员过多 ,即便其丈夫是小学教

师 ,也需辛勤劳动。但也正因其丈夫是小学教师 ,才维持住了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

从这点来看 ,工分制度并没有起到全面激励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作用。制度设计者的本意是为了动

员每个农民挖掘个人的劳动潜力 ,但农民的劳动投入仍依据各自家庭的消费处境而有所不同。农民的

这类为小家户而生产劳动的“小农经济意识”也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所着力批判 、改造的 ,但似乎效果并

不明显 ,农民仍遵循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文化逻辑。

2.“家庭自我剥削”及其方式

对于多数没有“好命”的家庭而言 ,如何维持一个共同体内应有的生活消费样式就成为了他们的重

要生活目标。

恰亚诺夫使用了“家庭自我剥削”的概念来表达当一个家庭的劳动消费比率上升时家庭劳动辛苦程

度相应增强的过程。按照恰亚诺夫的描述 ,以及我们的最初理解 ,很容易认为所谓的“剥削”是指家庭主

要劳动力的自我剥削 ,即这些家庭的主要劳动者 ,为了应付家庭成员消费需求增长的压力 ,通过增加自

己的劳动强度以使家庭能维持在一个社区内公认的消费水准上 。

但这只是事件的一面 。农户为应付消费增长的需求 ,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主要劳动力增大劳动强

度以维持与消费的平衡;二是进行家户内动员 ,把家庭内被供养对象转化或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通过增

加家庭内劳动人口 ,减少主要劳动力的劳动辛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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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玮嫔从家庭内部交换的角度来探讨汉人亲属关系的实质(林玮嫔 , 2001)。

王铭铭以福建一个汉人村落的材料探讨了汉人文化中另一个关键性概念———“福”的观念是如何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福”与
“命”相关联:有“福”的人“命好” ,“命好”当然是有“福”(王铭铭 ,1997)。



在前面的论证过程中 ,我们已提到劳动辛苦程度的统计中 ,中值大于众数值的问题 ,实际上 ,这一现

象已经表明我们忽略了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我们也说到 ,按照当时的工分制度 ,即令一个劳力一年之内

每天都劳动 ,每天都能挣到普通劳力的双倍工分 ,个人总工分也不会超过 7000分 ,而这在事实上是绝不

可能的。因此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劳动强度特别高的几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

在1975年 ,家庭劳力劳动辛苦程度超过 6000分的家庭有 8个 ,这 8个家庭的具体情况见表 8。

　　我们注意到 ,这些劳动辛苦的家庭都包括了一些所谓的半劳力 。我们将这些半劳力的劳动考虑进

去 ,以老年人 0.5 ,15-13岁 0.4 ,12-8岁 0.2的比例进行折算 , ① 得到上述家庭劳动辛苦程度值(如表

8中右列数字)。由此看出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明这样的折算多大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家庭真正的

劳动辛苦程度 ,但毫无疑问 ,它远不如最初统计出来的结果那么夸张 ,家庭其他成员的劳动减轻了主要

劳力的劳动压力 。

　表 8　

户主
家庭内部年龄结构

人口 主劳 附带 15-13 12-8 7-4 3-1

劳动辛

苦程度
折算后

谈仕星 6 2 2 1 1 6489 4326

谈大仁 5 1 2 1 1 7426 5304

谈仕练 7 2 1 1 1 1 1 7889 5090

谈仕宪 6 2 1 1 1 1 6617 4901

谈永团 3 2 1 6566 5253

卢永林 5 2 2 1 7236 4829

谈妈克 8 1 1 3 2 1 10336 4922

谈仕志 6 2 2 1 1 6250 5208

也就是说 ,为应付消费需求的压力 ,两种方法在同时被农民使用 。所谓家庭内部劳动能力的自我开

发(自我剥削)既包括了主要劳力为消费需求增长所追加的劳动 ,也包括了对其他家庭成员劳动潜力的

开发 ,这些成员既可能是老人 ,也可能是未成年的小孩 ,甚或伤残而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成员。换句话

说 ,农民的这种开发是对家庭内部劳动能力的全面动员和全面开发 ,从这一意义上看 ,恰亚诺夫使用“剥

削”一词的确有其十分贴切的意义。这也表明 ,维持一个家庭内部的消费水准是所有家庭成员的责任 ,

家庭内部之间的交换与亲缘关系的实践也依赖这一过程。

3.“贫困”与尊严

由前面的数据我们已经看到 ,真正进行所谓自我“剥削”的人并不是最贫困的家庭 ,相反 ,贫困家庭

比较而言多是劳动得并不充分 。在表 7所列举的家庭中 ,有些家庭经过短暂的困难期后逐渐恢复了收

支平衡 ,而下面的 9个家庭 ,则在长达 6年的会计资料里 ,年年超支 ,成为村里公认的贫困户 ,甚至直到

现在 ,他们中的一些依然是村里较为贫困的家庭。这 9个家庭情况具体如下:

谈明高 、谈大仁:这是俩兄弟 ,他们的父亲谈道凤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地主之一。谈大仁的

妻子在1975年去世。大仁为人忠厚 ,儿子长成后 ,家庭渐趋稳定 。谈明高则是目前村内公认

的无赖 ,因打村委 、抢公共财物 、毁坏村土地庙的东西而监外劳教 。明高有 4个儿子 ,目前均未

娶上媳妇 ,大女也在 88年被拐卖至山西 。

谈龙章:1975年时 35岁 ,正当盛年 。龙章与其弟龙花都是单身汉 ,80年代后 ,因在当地娶

不上媳妇 ,他们双双到田阳去上门 。

谈道音:生于 1930年 ,是村里的老单身汉 ,似乎精神上也有一些问题 。道音长年过着村内

的乞讨生活 。2002年 7月去世 ,村内人为他举行了一个虽然潦草但具基本形式的葬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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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地的小孩基本上只念到小学毕业 ,因此 ,许多 10岁左右的孩子已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这与作者童年的经历也比较吻合。



谈妈动:一个无儿无女的年老寡妇。

谈道功:是村内公认劳力较弱的一个人 ,贫困的原因被认为是劳力不强。目前 ,道功的孩

子已经长成 ,但家庭依然困难 。其长子在深圳打工收入颇丰 ,但从不回家。其他儿子则长年游

荡在外。

谈仕刘:身体不好 ,长年生病。80年代后去世 ,其妻改嫁 ,小儿子被拐走后下落不明 ,大儿

子长期在外打工也音讯不明。

谈道勤:情况不明。

谈道英:丧偶 ,与女儿生活在一起。道英被指认早年参加过土匪 ,因此也在当时的地富反

坏四类分子之中 。

这些公认真正贫困的家庭 ,除开谈道功 、谈道勤等人之外 ,要么是单身家庭 ,要么是丧偶家庭 ,要么

是当时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家庭 。换句话说 ,除开贫困这一特征外 ,他们本身就是社区生活中的“失败

者” ,或者说是本来“命”就不怎么好和已经认“命”的一类人 。

显然贫困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 ,似乎更多的是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失败形成了

他们的贫困 。对于四类分子及其家庭而言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劳动 ,在当时都不可能摆脱“贱民”地位。

即令经济上成功也会招致其他家户的嫉妒 ,而且事实上 ,由于歧视以及经常从事无偿劳役 ,他们也不可

能成功 。因此 ,他们不具备生活得比别人好或一样好的条件 。他们生活在地富反坏分子家 , “命”不好 ,

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一“命运”的安排 ,放弃了对它的抵抗。而单身汉 ,这一在恰亚诺夫的理论里应该是

生活得最为安逸的一类人 ,实际是社区中“讨不上老婆”的一类人 ,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败使得其他生

活都失去了意义 ,通常说来 ,他们也因此变成了一些“破罐子破摔”的人 。还有一些家户 ,他们如斯科特

所形容的那样:“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 ,只要涌来一阵细浪 ,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家庭所

遭遇的疾病 、死亡等灾难超过了家庭所能应付的弹性范围 ,他们再也难以恢复原来的生活 。

也就是说 ,劳动的动机并不单纯接受消费需求的支配。消费是一个文化上的指标 ,对于一个努力生

活以避免跌入低层或被边缘化的家户来说 ,维持一个公认的消费水准是其生活的目标 ,为此他们可以投

入更多的劳动和动员更多的劳力;而对于一些已从现有的生活意义中出局的家户来说 ,他们的消费更多

是生理上的满足而非文化表演 ,他们认为再努力也无补于改变他们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 ,这时他们宁愿

选择一种懒散 、不思进取的生活。

因此 ,恰亚诺夫所认为的:当农民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收益“低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放弃从事该种艰

苦的劳作” ,只是事件的一面。当一个家庭尽管再艰苦劳动 ,也无法维持在一个社区内保有尊严的消费

水准时 ,他们的劳动动机会降低。与此同时 ,当因为其他原因使得家户或个人的成就动机受到限制时 ,

或者他们的尊严已预先在劳动前丧失时 ,他们同样会放弃艰苦的劳作 ,因为劳动的更多收益已对其“做

人”没有更多的意义 。

从这一意义上 ,我们也可理解贫困的另一层含义。即“对贫困的度量是根据发生贫困的那一社会的

传统来定义的”(阿马利亚·森 2001),贫困的意义在于缺少当地文化所认定的“生活必需品” ,而这些“生

活必需品”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 ,“不仅包括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东西 ,而且包括这样一些东西:如果没

有它们 ,甚至对最下等人来说 ,也会被社会习俗认为有伤风化”(引自阿马利亚·森 2001)。因此 ,一个社

会内的贫困及贫困式消费 ,是有伤风化和不体面的表现 ,是一种在该社会内没有尊严的生活 ,也是正常

的家庭所力图避免的一种消费状态 。而真正的贫困家户也就是那些因灾难而无力恢复正常状态 、或本

来就不体面和失去尊严从而放弃追求的家庭 。

六 、结　　论

在上述论证和讨论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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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集体经济时期 ,在相当程度上 ,农民劳动与消费的关系符合恰亚诺夫的判断:即在农民劳动

与消费之间存在均衡关系 ,“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关系

来确定” 。农民的这一行为特征 ,既与当时国家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 ,又为传统中国文化价值与人观

所限制 、构成和调节 。

而从更大范围来看 ,人们的劳动动机受制于消费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即消费绝不仅仅是满足人们

生活的基本需求 ,它更是一种文化建构 。个体与家庭的消费也因此是一个文化表演的过程 ,是表达和制

造社会与文化认同的过程 ,人们劳动与生产的意义也因此而被规定。从这一意义上说 ,无论是消费欲望

受到社会与文化限制的传统社会 ,还是需求被充分激发的现代社会 ,人们都在通过生产和劳动来寻求消

费实践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换句话说 ,恰亚诺夫的观点对每种社会都有其解释意义 ,所不同者 ,是不同

社会与文化中的劳动者会用不同的劳动量来填充该社会与文化所建构出的消费空间 ,或同一社会与文

化中的劳动者会以此来表达其对所在社会文化价值与个体地位的认同与不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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